
书书书

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ｆｒｅｓｈｆ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３１（１）：４２１－４２９．

［１０］ＺａｎｏｎｉＳ，ＺａｖａｎｅｌｌａＬ．Ｃｈｉｌｌｅｄｏｒｆｒｏｚｅ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４０（２）：７３１－７３６．

［１１］ＹｕＭ，Ｎａｇｕｒｎｅｙ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ｆ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ｒｅｓｈｐｒｏｄｕｃｅ［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２２４（２）：２７３－２８２．

［１２］ＫｕｏＪＣ，ＣｈｅｎＭ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ｏｉ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ｏｄｃｏｌｄｃｈａｉｎ［Ｊ］．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０，２１（４）：５５９－５６６．

［１３］ＢｒｉｔｏＪ，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ＦＪ，ＭｏｒｅｎｏＪＡ，ｅｔａｌ．Ｆｕｚｚ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ｏｚｅｎ ｆ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ｉｍｅｓ［Ｊ］． Ｆｕｚｚ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２０１２，１１（３）：３３７－３４９．

［１４］ＺｈａｎｇＪ，ＳｈｉＪ，ＬｏｕＥＰ，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ａｂｌｅｆｏｏｄｓｕｓｉｎｇＲＦＩＤ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５（８）：５９６－６０６．

［１５］ＺｈａｎｇＫ，ＣｈａｉＹ，ＹａｎｇＳＸ，ｅｔａｌ．Ｐｒ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ｓ
［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３８（３）：２５００－２５０７．

［１６］ＣｈｏｉＥ，ＴｃｈａＤ Ｗ．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ｌｅｅｔ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３４（７）：２０８０－２０９５．

［１７］ＬｅｕｎｇＳＣＨ，ＺｈａｎｇＺ，ＺｈａｎｇＤ，ｅｔａｌ．Ａｍｅｔａ－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ｌｅｅｔ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２２５（２）：１９９－２１０．

［１８］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Ａ，ＰｅｎｎａＰＨＶ，ＵｃｈｏａＥ，ｅｔａｌ．Ａｈｙｂｒｉ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ｌｅｅｔ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２２１（２）：２８５－２９５．

李佳欣，杨庆媛．长江经济带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土地利用效益及耦合协调发展［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４７（３）：３１９－３２６．
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８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１９．０３．０７５

长江经济带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土地利用效益
及耦合协调发展

李佳欣１，杨庆媛２

（１．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２．西南大学绿色低碳研究所，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土地利用效益是反映区域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以长江经济带１１个省级行政单
位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三重视角构建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及
耦合协调度模型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内部耦合协调性进行评价。结果表
明，１１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具有较高的关联性，且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具有明显冲突，土地利
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的区域分布在东部３省（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生态效益较高的区域以西部为
主。从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来看，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时间上大部分省（市）以保持稳定和波动上升为主，

且制约各省（市）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不同，应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土地政策，加强各省（市）土地管理与保护等

方法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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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Ｅ－ｍａｉｌ：ｌｊｘ９４０２１２＠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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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深入推进，土地利用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如何对有限的土地资源高效合

理地利用，推进区域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是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１］。在这个过程

中，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不断提高土

地利用效益是缓解土地供求矛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２］。土

地利用效益是指土地数量、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和优

化给区域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总和［３］。土地利用

效益作为衡量土地资源利用水平的指标之一，可以反映一个

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管理水平和资源优化配置程度，土地利

用效益越高则说明资源优化配置越合理，土地利用的集约水

平越高。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

一［４］，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主要包括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区域差异研究、耦合协调关

系研究、评价方法研究等［２－９］；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相关研

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方向也从单一的土地经济效益［１０］、土

地社会效益［１１］、土地生态效益［１２］向土地综合效益［１３］转变，同

时，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１４］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研究对象从之前的单体城市研究到现

在的经济带、城市群研究转变，并突出其时空演变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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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变得更加丰富，熵权法［１５］、层次分析法（ＡＨＰ）［１６］、变
异系数法［１７］等方法逐渐被引入，近年来也与耦合协调度模

型［１８］、神经网络模型［１９］、广义最小二乘法（ＧＩＳ）技术［２０］等方

法结合应用，进一步丰富了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的研究内

容。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关注区域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效益

研究，但探讨土地利用效益内部各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性等

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有必要深入探讨。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市、西至云南省，涉及上海市、浙江

省、江苏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江西省、

贵州省、云南省等１１个省（市）。面积约２０５万 ｋｍ２，占全国
幅员面积的２１％，人口、经济总量的占比均超过全国的４０％。
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

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

大的区域之一。

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３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
带１１个省（市）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进行土地利用效益测
算，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社会 －生态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
定量研究，探寻１０年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时空演变
规律。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

１．１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方法多种多样，本研究通过构建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多
因素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三大效益耦

合协调关系进行评价，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耦

合协调发展提供指导。

１．１．１　文献计量法　首先要确定指标，依据土地利用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内涵，遵循指标科学性、层次性、全

面性等原则，采用文献计量法对３０篇有关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的核心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对于指标频数达到２０以上的
指标直接选入，再结合长江经济带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

得性，并参考相关研究结果［６－７，２１－２２］作为补充。

１．１．２　熵值法　通过熵值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步骤
如下：

（１）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Ｘ′ｉｊ＝
Ｘｉｊ－Ｘｊｍｉｎ
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 （１）

负向指标：Ｘ′ｉｊ＝
Ｘｊｍａｘ－Ｘｉｊ
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 （２）

式中：Ｘ′ｉｊ为标准化值；Ｘｉｊ为某一指标的数据；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分别为
某一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

　　（２）计算标准化后的第ｊ项指标对应的熵值Ｕｊ：

Ｕｊ＝－ｋ∑
ｍ

ｉ＝１
ｐｉｊ（ｐｉｊ·ｌｎｐｉｊ）（ｉ＝１，２，３，…，ｍ）。 （３）

式中：ｐｉｊ为第ｊ项指标下第ｉ个城市指标值的比重；ｐｉｊ＝
Ｘ′ｉｊ
∑
ｍ

ｉ＝１
Ｘ′ｉｊ
；

ｋ＝１ｌｎｍ。

　　（３）计算指标ｊ的权重ｗｊ：

ｗｊ＝
ｄｊ
∑ｄｊ
。 （４）

式中：ｄｊ＝１－Ｕｊ。
１．１．３　多因素综合评价　采用综合评价模型，对土地利用效
益进行打分，公式如下：

Ｓ＝∑
ｎ

ｊ＝１
（ｗｊ×Ｘ′ｉｊ）。 （５）

式中：Ｓ为土地利用效益；ｗｊ表示单个评价指标权重；Ｘ′ｉｊ表示
各指标单因子评价分值。在具体应用中，采用极值标准化方

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以指标标准化值作为单因子评

价分值。

１．１．４　耦合协调度模型　根据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评价值，分别记为 Ｕ１、Ｕ２、
Ｕ３，步骤如下：

（１）借助物理学中耦合协调模型，得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系统耦合度公式：

Ｃ＝
Ｕ１×Ｕ２×Ｕ３

［（Ｕ１＋Ｕ２＋Ｕ３）／３］{ }３
１／３

。 （６）

式中：Ｃ为耦合度，反应各个系统间要素彼此间的相互作用程
度，当 Ｃ＝１时，表明各个系统处于最佳耦合阶段；当 Ｃ＝０
时，表明各个系统内部要素之间无关，系统向无序发展。

（２）耦合度只能说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程度，无法说明
协调水平的高低，因此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反映系统间的

协调发展程度。

Ｄ＝ Ｃ×槡 Ｔ； （７）
Ｔ＝αＵ１＋βＵ２＋δＵ３。 （８）

式中：Ｄ为耦合协调度；Ｔ为各系统综合协调指数；α、β、δ分别
表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重要程度的权数，文章参

考相关研究成果［１８，２３－２５］将权数设置为α＝０．４，β＝δ＝０．３。
参考现有的研究成果［２４－２６］，Ｃ和Ｄ对应的耦合阶段与耦

合协调程度分别见表１、表２。
表１　耦合度值对应的耦合阶段

耦合度范围 耦合阶段

０．０＜Ｃ≤０．３ 低水平耦合阶段

０．３＜Ｃ≤０．５ 中水平耦合阶段

０．５＜Ｃ≤０．８ 磨合阶段　　　
０．８＜Ｃ≤１．０ 高水平耦合阶段

表２　耦合协调值对应的耦合协调程度

耦合协调度范围 耦合协调程度

０．００＜Ｄ≤０．１０ 极度失调

０．１０＜Ｄ≤０．２０ 严重失调

０．２０＜Ｄ≤０．３０ 中度失调

０．３０＜Ｄ≤０．４０ 轻度失调

０．４０＜Ｄ≤０．５０ 濒临失调

０．５０＜Ｄ≤０．６０ 勉强协调

０．６０＜Ｄ≤０．７０ 初级协调

０．７０＜Ｄ≤０．８０ 中级协调

０．８０＜Ｄ≤０．９０ 良好协调

０．９０＜Ｄ≤１．００ 优质协调

１．２　数据来源
以长江经济带涉及的１１个省（市）为研究区域，数据主

要来源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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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

２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２．１　土地利用效益的内涵
土地利用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３个

方面，是指单位面积土地投入与消耗在区域发展的经济、社

会、生态等方面所实现的物质产出或有效成果。土地利用的

经济效益是指土地利用所获得的有用经济成果；土地利用的

社会效益是指土地利用后，对社会的促进程度及其产生的影

响；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是指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产生有利

或不利的影响。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则是对这３个方面效益进
行综合性分析与判定，从而为协调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环境

保护、社会进步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在研究过程中，虽然研

究的区域或者对象有所差异导致选取指标有所差异，但是在

构建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要全面反

映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情况，本研究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

３个方面的指标。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是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依据一般系统论，假设土

地利用效益为一个综合系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为其子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

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循环系统，受到３个
子系统的共同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生态环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三者共同推动

着土地利用效益综合系统的发展。

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系统、社会效益系统和生态效益系统

三者间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如何扬长避短并发挥各

自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态积极作用，最终达到３个子系统的协调
发展，对区域协调和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２．２　土地利用效益指标选择
土地利用的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

素，因此在选择影响土地利用效益的指标时也要考虑这３个
方面的因素。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是指土地的投入与取得有效产品之间

的比较［２７］。产出类指标有：（１）产品的实物量；（２）总收入；
（３）净收入；（４）利润。投入类指标有：（１）土地面积；（２）劳

动力；（３）资金（开发或基建性投入）；（４）成本。区域间由于
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人力物力投入不同，从土地上产出的物品

价值也不同，投入产出率越高，则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越好。在

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产出类指标有人均 ＧＤＰ、地均 ＧＤＰ、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
投入类指标有地均固定资产投资。这５个指标能基本反映出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经济结构等。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主要是指土地利用后对社会产生的影

响，而在现代社会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在选取

指标的时候主要考虑与人相关的影响因素。人口密度代表一

个地区的人流聚集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基础设施和服

务设施的水平；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则是代表一个地区医疗的

先进水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代表一个地区的城市道路面积

是否合理；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代表一个地区的公交发展水

平，和失业保险人数共同反映社会保障水平。这５个指标能
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保障、人口等方面的情况。

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是指人类在利用土地的过程中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选取城市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面积，均能反映一个地区的

绿化程度。但是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所以选取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指

标，同时也选择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

环境生态治理的效果。

通过文献计量法等方法，选取１５个指标基本能满足土地
利用中对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选择要求，构建出长江经济

带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运用熵值法来得到评价指标权重，土地利用效益

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时序变化
为了分析长江经济带不同时段土地利用效益的变化情

况，以５年为１个时间段，以终止年份和起始年份的土地利用
效益评价分值作为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分表征。长江经济带土

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分值及内部三大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分

表３　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权重

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 经济效益（Ｕ１） 地均ＧＤＰ（亿元／ｋｍ２） 正向 ０．２０７９
人均ＧＤＰ（元／人） 正向 ０．０５９９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元） 正向 ０．０６７７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ｋｍ２） 正向 ０．１５１５
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 正向 ０．０８２６

社会效益（Ｕ２）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万张） 正向 ０．０５１９
城市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台） 正向 ０．０４０５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ｍ２） 正向 ０．０３１５
失业保险人数（万人） 正向 ０．０５９０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负向 ０．０１４７

生态效益（Ｕ３）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ｍ２） 正向 ０．０３０４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ｔ） 负向 ０．０２０４
自然保护区面积（万ｈｍ２） 正向 ０．１１４８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ｔ） 负向 ０．０３９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０．０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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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见图１～图４。
３．１．１　经济效益　从图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期间，长
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有升有降，土地利用

经济效益上升的省（市）有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

湖北省、湖南省、云南省等７个省；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下降的
省（市）有上海市、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等 ４个省（市）。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期间，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下降的省（市）有上海
市、浙江省、云南省等 ３个省（市），其评价分值分别下降
０．０６３７、０．００５４、０．００６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的省（市）
中，重庆市、江苏省的提升幅度位于前 ２位，分别提升了
０．０２７４、０．０１９９，其次是贵州省、四川省、湖南省、江西省、安
徽省、湖北省。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期间，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
等３省（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下降，分别下降了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７０，３个省（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均由上升
变为下降；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幅度较大的省（市）有江苏

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等４个省，上升幅度均超过０．０６。
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等３个省（市）较其他省（市）土地利
用经济效益差距较大，并且１０年间差距并未缩小，说明长江
经济带的区域间宏观经济差异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依旧存

在，并且短期内不会有较明显的转变。

３．１．２　社会效益　从图２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的评价分值，总体而言，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期
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有升有降，土

地利用社会效益上升的省（市）有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

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 ９个省
（市）；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下降的省（市）有上海市和江西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期间，大部分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呈现
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较大的省有江苏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

省、云南省等５个省，分别上升了 ０．０３８２、０．０３０７、０．０２９８、
０．０４４９、０．０２００；只有上海市、重庆市在这期间土地利用社会
效益出现下降，上海市下降幅度较大，较 ２００５年下降了
０．０６４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期间，上海市、重庆市、贵州省等３个
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有所提升，其中重庆市的土地利

用社会效益上升幅度最大，提高了 ０．０２５５；其他８个省的土
地利用社会效益全部下降，其中四川省、江苏省等２个省的下
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０．０２１０、０．０１８６。
３．１．３　生态效益　从图３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评价分值，总体而言，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间，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大部分以上升趋

势为主，除了江苏省、江西省、重庆市和云南省４省（市）的土
地利用生态效益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有所下降，其他７省（市）
（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

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均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期间，大
部分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较

大的省（市）包括重庆市、江西省，分别上升了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４４２，四川省、湖南省、上海市、安徽省、贵州省、江苏省、浙
江省紧随其后；只有湖北省、云南省在这期间土地利用生态效

益出现轻微下降情况，分别下降了 ０．００３１、０．０１４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期间，江苏省、江西省、重庆市、云南省等４个省（市）
的生态效益出现下降情况，江苏省下降了０．００３４，另外３个
省的下降幅度均较大，分别为０．０１８８、０．０２３３、０．０２９３；在土
地利用生态效益上升的７个省（市）中，湖南省、上海市的上
升幅度较大，分别上升了０．０２１０、０．０１９６。

３．１．４　生态效益　从图４可以看出，四川省、重庆市在土地
利用生态效益方面分别处于第１、第２位，贵州省、云南省的
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发展也较好，相比较之下虽然湖北省、江西

省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较低，但这２个省在土地利用经济效
益方面相较于其他省（市）处于中等偏上地位，说明生态保

护、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并不冲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可

加强生态保护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如发展绿色经济、倡导

生态文明、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且土地利用经济与生态效

益的发展趋势比较相近，说明保护生态环境对经济也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土地利用社会效益评

价值以先升后降的变化方式为主，大部分省（市）相较于１０
年前的社会效益水平有所提高，只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社会

效益水平较之前上升幅度过慢，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期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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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较大，初步认为是由于近１０年来上海市人口密度的不断
增加且远高于其他１０个省（市），导致人均公共服务设施资
源的减少和用地压力的增加；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期间，下降速
度明显放缓，这也得力于上海近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致使

２０１５年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上海的用地压力。

３．２　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差异
根据自然断点法将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三大效益及其综

合效益空间分布图划分为 ５个等级，其空间分布分别见
图５～图８。
３．２．１　经济效益　从图５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经
济效益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一直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２００５
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等级最高的省（市）为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次之，湖北省、重庆市紧随其后，安徽省、江西省、湖

南省、四川省为第４等级，云南省、贵州省处于最后，空间格局
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图 ５－Ａ）；２０１０年相较于 ２００５
年，除了贵州省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１个等级外，其他省
（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空间分布格局保持不变（图 ５－
Ｂ）；２０１５年，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分
布格局依旧保持不变，安徽省、江西省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

了１个等级，而贵州省则下降了１个等级（图５－Ｃ）。大致上
２０１５年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

３．２．２　社会效益　从图６可以看出，在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方
面，２００５年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中，
浙江省、江苏省处于最高水平，上海市、四川省、湖南省紧随其

后，其次是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云南省的土地利用社会效

益处于倒数第２水平，排在最后的为重庆市和贵州省，大致呈
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图６－Ａ）；２０１０年江苏省的土地
利用社会效益依旧处于领先位置，浙江省的土地利用社会效

益下降了１个等级，与四川省、湖南省处于同一水平，云南省

的效益等级则上升了１个等级，与湖北省、安徽省同等级，其
他省（市）保持不变，２０１０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
用社会效益呈现均匀分布的格局（图６－Ｂ）。２０１５年除了上
海市和江西省的社会效益相较于２０１０年下降了１个等级，重
庆市的效益等级较２００５年上升了１个等级，其他省（市）较
２００５年效益等级没有变化，２０１５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图６－Ｃ）。

３．２．３　生态效益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的生
态效益空间分布见图７，２００５年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
地利用生态效益中，四川省、云南省处于最高水平，浙江省紧

随其后，其次是江苏省、湖北省、重庆市，上海市、贵州省、湖南

省的效益等级处于倒数第２水平，排在最后的为安徽省、江西
省，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大致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图７－Ａ）。２０１０年，重庆市的效益等级上升到最高等级，与
四川省一样，云南省的效益等级下降了１个等级，江西省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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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等级上升了３个等级，与浙江省处于同一水平，湖南省、上
海市的效益等级上升了１个等级，与江苏省同等级，湖北省的
生态效益等级则下降至最低水平，与安徽省同等级，贵州省保

持不变，２０１０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大
致呈现中间低两边高的分布格局（图７－Ｂ）。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０

年相比，四川省、湖南省、上海市、贵州省、湖北省、安徽省等６
个省（市）的效益等级不变，其他省（市）的效益等级均有所下

降，２０１５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大致呈
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图７－Ｃ）。

３．２．４　综合效益　从空间上看，除了四川省外，２０１５年长江
经济带各省（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布

局，相较于１０年前，安徽省、江西省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等级
有所上升，云南省的综合效益等级有所下降，其他省市的效益

等级均保持不变（图８）。根据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长江经济带各
省（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空间分布（图８）可将沿线省（市）
划分为五大类：第一类为上海市，１０年来一直处于第１位；第

二类为江苏省、浙江省，二者在１０年间一直保持在前列水平；
第三类为四川省，四川省凭借着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水平的优势，使其综合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第四类为

中部的５个省（市），包括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
庆市；第五类为西部的云南省、贵州省。由此可以看出，除了

四川省以外，长江经济带经济 －社会 －生态综合发展水平整
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３．３　耦合协调时空分析
将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评价分值分别代入耦合度和耦合协

调度公式，最终得到３个效益的耦合协调度（表４）。
　　从时间演化来看，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耦合协调度主要以保持稳定和平

稳上升为主，总体上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但个别省（市）

出现相对下滑趋势。其中，浙江省、云南省等２个省的耦合协
调度一直处于固定区间，说明这２个省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３个系统协调发展关系较为稳定。江苏省、江西
省的耦合协调度相较于１０年前都上升了２个耦合区间，江苏
省由初级协调上升到良好协调，江西省由轻度失调上升至勉

强协调。除了上海市之外的其他６个省（市）（安徽省、湖北
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均上升到优一级的耦合

区间，但上海市由２００５年的良好协调下降至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
中级协调区间（图９）。虽然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上海市的耦
合协调度有缓慢上升，但相较于２００５年还是比较低，因此应

表４　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
耦合协调度时间演化

省（市）
３个效益的耦合协调度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平均值

上海市 ０．８４０１ ０．７３４５ ０．７６６７ ０．７８０４
江苏省 ０．６９８２ ０．７５５０ ０．８０１３ ０．７５１５
浙江省 ０．７０９２ ０．７２４７ ０．７７５５ ０．７３６５
安徽省 ０．４０９５ ０．４６２２ ０．５９０６ ０．４８７４
江西省 ０．３８６４ ０．４５４６ ０．５３１８ ０．４５７６
湖北省 ０．４９３７ ０．５３００ ０．５４９５ ０．５２４４
湖南省 ０．４３９４ ０．５０８４ ０．５４５８ ０．４９７９
重庆市 ０．４３７２ ０．５１６９ ０．５３８５ ０．４９７５
四川省 ０．４９３０ ０．５９２６ ０．５７９５ ０．５５５１
贵州省 ０．２９５９ ０．３８１１ ０．３８８４ ０．３５５１
云南省 ０．３８０１ ０．３２６３ ０．３９１５ ０．３６６０

该采取综合措施来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３个系
统间的协调性，防止区域间结构陷入失衡状态且恶化。如上

海市这种特大城市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与人口过多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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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导致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运营安全等方面难

以承受。上海市提出在“十三五”期间严控人口红线，保持常

住人口在２５００万人以内。同时也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控制人

口：调整落后产能，合理控制就业年龄段人口；完善基本公共服

务政策，疏导非就业人口；加强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调控无

序流动人口；控制建筑总量过快增长，抑制人口过度涌入。

　　为横向对比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土地利用三大效
益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分别计算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长
江经济带沿线１１个省（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耦
合协调度及耦合度等的平均值（表５）。从空间上来看，三大
效益的耦合协调度同三大效益的综合评价值大体分布相似，

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东部的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的中级协调，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及四川省的勉

强协调过渡到西部轻度失调的贵州省、云南省。形成这一空

间布局的原因主要是东部各省（市）的经济水平同西部相比

占优势较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效益方面的不足。

表５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耦合协调度均值比较

省（市） Ｕ１ Ｕ２ Ｕ３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综合评价值 协调类型 主要制约原因

上海市 ０．５６９６ ０．０９１０ ０．１５５２ ０．５６５４ ０．７８０５ ０．７０７９ 中级协调 社会因素

江苏省 ０．２０２５ ０．２６０１ ０．１４８５ ０．９１５０ ０．７５１５ ０．４５０１ 中级协调 生态因素

浙江省 ０．１８４８ ０．２１０９ ０．１７６１ ０．９５４１ ０．７３６５ ０．４１３５ 中级协调 生态因素

安徽省 ０．０５７６ ０．１１３５ ０．１１７１ ０．９５４８ ０．４８７４ ０．１９１８ 濒临失调 经济因素

江西省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６９１ ０．１４７７ ０．９３９１ ０．４５７６ ０．１７１８ 濒临失调 经济因素

湖北省 ０．０５９３ ０．１３１９ ０．１３３６ ０．９８２４ ０．５２４４ ０．２１４０ 勉强协调 经济因素

湖南省 ０．０３６０ ０．１４８４ ０．１６２１ ０．９１０８ ０．４９７９ ０．２１５９ 勉强协调 经济因素

重庆市 ０．０６６０ ０．０５６６ ０．２０７７ ０．９１３０ ０．４９７５ ０．２０７５ 勉强协调 社会因素

四川省 ０．０３０８ ０．１７２１ ０．３２９７ ０．８０２１ ０．５５５１ ０．３１０５ 勉强协调 经济因素

贵州省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４８６ ０．１４１４ ０．８３３９ ０．３５５１ ０．１２０８ 轻度失调 经济因素

云南省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９０７ ０．１９５４ ０．６６３０ ０．３６６０ ０．１６８１ 轻度失调 经济因素

　　同时，各省（市）制约其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
不同，东部３省主要由于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制约，中部４省
属于经济因素制约，西南４省除了生态效益较好外，经济因
素、社会因素均制约了其发展。这就要求各省在未来规划发

展中，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努力克服或者突破其自身制约因素，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完善

社会保障机制及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三者协调同步发展、共

同提升。

４　结论与讨论

（１）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地域差异明显，各省（市）经济效益水

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绝大部分省（市）的土地利用

社会效益水平呈现缓慢下降态势，同时大部分省（市）的土地

利用生态效益水平呈上升趋势，各省（市）经济效益水平受到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水平的影响，因此要想保持经济的健康持

续发展也得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平衡发展。（２）从时
间上来看。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

益的耦合协调度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１０年间以保持稳定和缓慢

上升为主，但个别省（市）也出现小幅度的下降，所以要注重

社会基础建设和生态保护共同发展。从空间上来看，由于各

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及政策对生态的影响程度

不同，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的

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在空间上形成了三级

阶梯的分布格局。同时，各省（市）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也不

相同，东部３省属于社会因素、生态因素制约型，中部４省属
于经济发展制约型，西南４省属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双制约
型。（３）从耦合协调度来看，贵州省、云南省处于轻度失调状
态，安徽省、江西省处于濒临失调状态，虽然耦合协调的程度

不同，但这４省的制约因素却相似，均是由于经济因素制约了
其协调发展。安徽省的社会及生态效益发展良好，经济效益

同其相比较低。这要求安徽省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要注重产

业结构调整，形成完整有序的产业链条，增强经济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江西省主要由于经济效益较低而制约了其协调发

展，但江西省的社会效益也急需加强，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

同时要健全社会基础设施和保障设施，推进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共同发展。贵州省的发展情况同江西省类似，但其经

济效益过低，导致发展处于失调状态，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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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改革创新，引进人才，推动经济建设。云南省的社会效益良

好，且生态效益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处于领先地

位，因此可以依托当地自然环境大力发展旅游业，创造良好的

旅游环境，以旅游推动经济发展。

本研究确定的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

系选取的信息还不够全面，须要收集更多数据并对各个评价

单元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同时，在评价方法上须进一步考虑

如何在客观计算的基础上对权重进行修正，也未考虑到主观

因素与实际相结合，可以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改进。其次，仅

对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耦合协调度进行

了整体分析，但长江经济带包含１００多个城市，不同城市间由
于经济基础、社会保障水平及基础建设、生态环境、区位条件

等各不相同，可以通过城市间的横向比较后再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通过构建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评

价体系与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探讨了长江经济带地区土地利

用效益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同

时，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将该系统与旅游、城市化发展、新型

城镇化等结合研究，还可将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趋势作为后

续研究的内容。科学制定区域规划，为了更好地在耦合协调

的基础上提升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生态条

件并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科学制定规划措施，对于优化

开发区域主要要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加快城镇化发展水

平；对于重点开发区域要增强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农产品主

产区则要发挥劳动力优势，建立现代特色农业体系；优先把重

点生态功能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控制开发强度，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同时，各省（市）对接措施大多局限于本省以内，要

多思考类似省（市）的规划工作，努力衔接好省与省之间的沟

通协作，共同发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土地利用集约发

展。在进一步优化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

元化，大力改善公共服务条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将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加入地方政绩考核机制，完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和环境责任考核机制，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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